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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信息 摘要 

关键字 本研究考察了 1597 至 1910 年间日本天主教宗教身份从公开殉道到

隐秘实践的转变，聚焦“隐秘基督徒”（Kakure Kirishitan）地下

社群中情感压抑、物质适应与跨文化记忆形成的互动机制。1597 年

“二十六圣人殉道”事件后，德川幕府推行踏绘（fumi-e）仪式、

寺请制度等政策，系统性根除公开信仰表达，迫使信徒转入地下活

动。在长期迫害语境下，天主教的外在表现形式被内化的虔敬模式

取代，情感克制与家族保密成为宗教存续的核心要素。本研究结合

传教士记录、口述史、考古证据及教会文献，探讨了数代隐秘基督

徒如何通过心理坚韧与符号创新维系信仰。1639 年后神职人员与圣

事体系缺失，平信徒领袖主导了礼仪适应，形成融合天主教仪式与

本土神佛习俗的混合性实践，在规避侦查的同时确保信仰延续。物

质文化在此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家庭祭坛、伪装圣像及双重功能

仪式器物，使信徒得以在家庭空间中开展隐秘崇拜。这些适应策略

推动碎片化却坚韧的宗教意识，在数世纪隔离中代代相传。1865 年

（尤其长崎大浦天主堂）与外国传教士重新建立联系后，梵蒂冈当

局与长期孤立的社群之间，围绕信仰真实性与正统性展开复杂协商。

这一相遇催化集体记忆重构，前地下信徒试图调和自身独特传统与

教会体制教义。至 20世纪初，苦难、隐秘与忠诚的叙事已固化为独

特的跨文化记忆，后续被纳入日本国家史学叙事与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名录。本研究认为，日本地下天主教的存续并非被动生

存，而是主动的文化再诠释与记忆韧性建构过程，为全球历史框架

下宗教在压迫环境中的存续动态提供了重要启示。为理解边缘宗教

社群在迫害环境中的韧性机制提供了跨文化范例。 

隐秘基督徒（Kakure Kirishitan）；
宗教迫害；跨文化记忆；情感压

抑；物质适应；日本天主教；地

下宗教；宗教融合（syncretism） 
 
 
 
 
 
 



 

⼀、研究背景与意义 

 
（⼀）从殉道到隐秘的转变 

 

1597 ⾄ 1910 年间，⽇本地下天主教的宗教表达形式发⽣了深刻转变——从公开殉道转

向策略性隐秘，这⼀转型根植于社会政治压⼒与内在认知适应的双重驱动。1597 年长崎⼆

⼗六圣⼈殉道事件后，德川幕府接连颁布旨在根除外来宗教影响的法令，公开的基督教实

践已难以为继[4]。初期以公开信仰⾏为为特征、最终⾛向殉道的抵抗形式，逐渐被更为隐

蔽的⽣存策略所取代——通过秘密活动、伪装仪式与融合性礼仪形式实现精神存续。这⼀

蜕变并⾮被动退缩，⽽是宗教⾝份的主动重构，需要进⾏重⼤的⼼理与⽂化调整。 

随着外部迫害加剧，地下教会成员发展出复杂机制：既保存教义记忆，又规避侦查风

险。这⼀过程涉及⼀种可被理解为“情感压抑”的现象——由于持续⾯临监视与惩罚的威胁，

信徒刻意抑制与崇拜相关的外在情感表达。认知僵化（常见于长期承受压⼒或陷⼊抑郁性

沉思的个体）可作为有益类⽐，帮助理解困境中的社群如何在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仍坚

定坚守核⼼信仰(Joormann et al., 2011)。在此语境下，即便放弃关键神学信条可能保障⼈⾝

安全，却仍⽆法或不愿为之，这反映出⼀种根深蒂固的认知僵化，⽽这种僵化反讽地成为

集体⾝份的保护机制。仪式实践以隐秘形式延续（如将圣母玛利亚伪装为观⾳崇拜、默诵

祈祷⽂），印证了精神图式如何通过受限却坚韧的记忆策略得以保存。 

此外，隐秘基督徒（Kakure Kirishitan）的长期存续，体现了⼀种与认知科学中“适应

性抑郁”模型相似的适应反应——退缩与减少外在参与并⾮功能失调的表现，⽽是智能的调

节机制[6]。在敌对环境中，暂停公开宗教活动可被解读为⼀种深思熟虑的退缩，使教义的

隐性研习与代际传递得以在⽆即时风险的情况下进⾏。这⼀潜伏时期促成了跨⽂化记忆的



形成——⼀种融合⽇本民间传统与残余天主教符号的混合宗教意识，在缺乏正式教会结构

的情况下，通过⼜头形式代代相传。 

物质适应进⼀步强化了这种隐秘宗教性。例如，棕枝主⽇以南天⽵叶替代棕枝，或在

佛教框架中融⼊基督教图像的家庭祭坛，均是抵抗性物质符号学的典型例证。这些器物并

⾮单纯的实⽤替代品，⽽是承载复杂意义层次的载体，充当着分布式集体记忆⽹络中的节

点。因此，隐秘⾏为本⾝成为⼀种⽣成性⼒量，催⽣了新的宗教表达形式，使信仰在数世

纪的隔离中得以维系。 

 
（⼆）学术⺫标 

本研究的学术⽬标旨在探讨 1597-1910 年⽇本地下天主教语境中，情绪调节、物质约束

与跨国记忆实践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此项研究试图超越传统史学叙事中以“殉道”为⽇本天

主教存续核⼼主题的框架，转⽽提出⼀种范式转变——即理解情感压抑与具⾝适应如何在

系统性迫害环境下促成宗教的长期存续(Morgado & Gaspar, 2005)。通过分析“情感压抑”机制

（定义为：为回应政治压迫⽽刻意弱化宗教外在表达的⾏为），本研究旨在重构隐秘社群所

采⽤的认知与⼼理策略：既维持教义传承的连续性，又最⼤限度降低外在可见性。 

此外，本研究拟探究物质⽂化如何作为精神韧性的媒介，考察那些⽆需依赖正式教会

结构、即可实现信仰代际传递的器物、家庭礼仪空间与编码符号系统。该研究路径借鉴跨

⽂化记忆理论，将集体记忆视为动态过程——⽽⾮静态遗产——其形成受跨⽂化接触、流

离失所与记忆协商的共同塑造(Anonymous, 2010)。研究将评估⽇本隐秘天主教徒如何通过本

⼟认知框架重新诠释欧洲神学体系，进⽽形成混合性崇拜形式与⾝份建构，挑战单⼀化的

宗教正统观念。 

在⽅法论层⾯，本研究整合历史⼈类学、情感研究与记忆理论的跨学科视⾓，旨在为“敌



对环境中的宗教韧性”这⼀⼴泛学术议题提供理论贡献。研究成果有望阐明⼀个⽭盾现象：

制度性脆弱反⽽可能提升适应能⼒——这⼀现象在当代灾害应对研究中已得到证实，即社

会资本与内嵌信任⽹络对⽣存结果具有显著影响(Anonymous, 2010)。最终，本研究致⼒于深

化对“⾮国家介导型宗教存续”的理解，构建适⽤于其他困境中信仰抵抗场景的⽐较分析框架。 

 

（三）研究⽅法与资料来源 

在跨⽂化记忆与宗教适应研究语境中，历史研究对⼀⼿与⼆⼿资料的运⽤，要求采⽤

⽅法严谨的路径解读⽂本与⾏为数据。教会档案、传教⼠通信、德川幕府法令等⼀⼿⽂献，

为理解⽇本地下天主教徒的⽣活体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视⾓，但对这些资料的解读，需结

合⼆⼿学术研究构建的分析框架——将情感压抑与物质隐藏置于更⼴泛的宗教韧性模式中

进⾏语境化阐释(Le et al., 2021)。迫害环境下宗教信仰的⼼理维度（如精神耐⼒与⾝份保全），

可通过跨学科视⾓得到更深⼊的理解，包括借鉴边缘天主教社群宗教性与⼼理健康研究的

成果——在这些社群中，灵性不仅是应对机制，更是集体记忆的结构性⼒量(Le et al., 2021)。

同样，双相情感障碍合并物质使⽤障碍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神经⼼理学研究，凸显了解读

困境中个体与系统性⾏为的复杂性，提⽰历史学家在将统⼀的能动性或理性归因于压迫结

构中的⾏动者时需保持审慎(Anonymous, 2012)。因此，通过跨学科⽅法强化对多元资料类型

的批判性运⽤，可为隐秘宗教运动的历史研究奠定更坚实的认识论基础。 

⼆、德川幕府统治下的迫害升级 

（⼀）驱逐令与监视体系 

17世纪初德川幕府颁布的《驱逐令》，标志着⽇本基督教发展轨迹的关键转折点——尤

其对在系统性镇压下仍坚持存续的地下天主教⽽⾔。这些法令始于丰⾂秀吉 1587 年的禁令，

并在德川家康及其继任者时期不断强化，它们并⾮单纯的象征性宣⾔，⽽是国家监视与社

会控制整体机制的⼀部分，旨在根除外来宗教影响(Senthilkumar et al., 2024)。这些政策的制



度化催⽣了精密的监控机制，其中包括寺请制度（terauke）——该制度将佛教寺庙转变为

国家官僚机构的延伸，要求所有家庭登记宗教归属，当局借此可通过宗教遵从度的差异识

别潜在基督徒。 

这⼀监视体系通过社区线⼈与定期⼈⼜普查（kentō）进⼀步强化，形成了⽆孔不⼊的

审查环境，宗教⾝份已⽆法公开表达。对此，⽇本天主教徒发展出复杂的隐秘策略（隠れ

キリシタン），既包含情感压抑，也涉及物质适应——信仰通过家庭仪式、编码符号，以及

伪装为佛教或神道教仪式的融合性实践得以保存。宗教表达从公开殉道（以 1597 年长崎⼆

⼗六圣⼈殉道为代表）向隐秘存续的转变，反映了宗教⽣存模式的深刻变⾰，重新定义了

敌对社会政治环境中个体信仰与集体记忆的关系。 

此外，近代早期治理的技术局限并未阻碍⾼效意识形态管控体系的形成，这⼀体系预

⽰了后来⽣命政治调控的发展。尽管当代数据聚类与地理空间分析技术已能更精准地模拟

能源系统中的区域变量（如⽣物质分布）(Alvianingsih et al., 2025)，江户时代政权却依赖类

⽐式分类⽅式——基于⾎统、居住地与仪式⾏为对⼈⼜进⾏划分——以维护正统性。然⽽，

与能模拟变量间复杂互动的算法模型不同，幕府监视体系基于僵化的⼆元对⽴（基督徒/⾮

基督徒）运作，往往产⽣误判，并加剧社群内部的不信任。即便如此，其持续两个世纪的

存续，凸显了制度化猜忌作为⽂化压制⼯具的有效性。 

关键在于，长期隐秘状态带来的⼼理与精神代价使隐秘基督徒也经历了⼀种存在层⾯

的选择：那些确保⽣存的实践（沉默、融合、仪式变形）本⾝，可能危及教义的完整性。

这⼀类⽐揭⽰了长期困境中的⽣存不仅涉及外部规避，还包含内部妥协——保存机制本⾝

或许会改变所保存事物的本质。 

因此，跨⽂化记忆的形成并⾮静态传承，⽽是受省略、重新诠释与具⾝实践塑造的动

态过程。⼜述传统、经修改的祈祷⽂与家庭圣物成为集体记忆的载体，在数代⼈之间维系



着碎⽚化却坚韧的宗教⾝份。强制沉默与记忆创新的互动，展现了边缘社群如何应对历史

创伤，将迫害转化为共享叙事框架——即便在缺乏正式教会结构的情况下，这⼀框架依然

存续。 

 

（⼆）传教⼠⺴络与地下抵抗 

若不考察跨国传教⼠⽹络与本⼟化抵抗模式的复杂互动，便⽆法全⾯理解近代早期⽇

本地下宗教社群的形成与存续。16 世纪末耶稣会⾸次⼤规模传教后，丰⾂秀吉及后来德川

幕府对基督教的镇压，迫使教会组织与虔敬实践发⽣根本性变⾰。从公开殉道到隐秘崇拜

的转型，不仅是可见性的变化，更是宗教⾝份的深刻重构——这⼀过程既严重依赖既有的

跨洋天主教基础设施，同时也适应了国家监视带来的认知限制。这些隐秘⽹络通过⼀种可

被称为“隐秘情感经济”的模式运作，其中情感克制与物质伪装成为社群⽣存的核⼼机制

(Spencer et al., 2017)。个体在⾼风险社会环境中（误判的表达可能招致告发）⾯临的认知压

⼒，与当代⼼理学中“不确定性下的情绪感知”研究发现相呼应：地下教会成员或许已发展出

对⾮语⾔线索的⾼度敏感性，能根据情境风险评估调节⾃⾝表达⾏为。 

传教⼠通信与现存基督徒⽂献表明，17 世纪后天主教信仰在⽇本的存续，很⼤程度上

依赖于与葡萄⽛、西班⽛教会当局的残余联系——即便在外国神职⼈员被驱逐后，直接接

触已⼤幅减少。以长崎为中⼼的隐秘基督徒（隠れキリシタン）通过⼜头传承的祈祷⽂、

家庭祭坛（经改造的佛龛），以及规避踏绘（fumi-e）等象征性⾏为，维持了仪式的连续性，

这些⾏为构成了表演性的抵抗实践。这些适应策略与⽣殖隔离的⽣物学模型具有共鸣——

物种特异性信号机制在选择压⼒下演化(Qiang et al., 2024)。正如夏威夷长脚蛛利⽤化学性质

独特的蛛丝成分防⽌杂交，⽇本基督教社群也发展出独特的礼仪编码——既区别于主流佛

教，也不同于官⽅神道教——这些编码强化了群体内部凝聚⼒，同时最⼤限度降低外部侦

查风险。这些仪式标志的独特性（尤其在多个隐秘教会共存的地区），暗⽰了⼀种类似“异



域物种形成”的⽂化分化过程，其驱动⼒并⾮地理隔离，⽽是社会政治分裂。 

综上，这些维度——情绪调节、符号分化与具⾝实践——共同构成了坚韧的记忆⽣态

系统，能够在超过两个世纪的禁令期间保存跨⽂化记忆。因此，地下教会成为边缘社群的

典范：它们既利⽤外部⽹络，也依靠内部创新抵御同化，将迫害转化为⽂化巩固的催化剂。 

三、礼仪创新与融合实践 

（⼀）圣事仪式的适应性改造 

1597 ⾄ 1910 年间，⽇本地下天主教的圣事仪式适应性改造，是极端迫害与社会政治压

制环境下宗教实践的深刻变⾰。1597 年长崎⼆⼗六圣⼈殉道及驱逐令颁布后，德川幕府强

化反基督教政策，公开教会结构被⽡解，⽇本基督徒被迫以隐秘形式重构精神⽣活。这⼀

时期不仅是信仰的隐藏，更是礼仪表达的深层结构性蜕变——洗礼、圣体圣事、忏悔等核

⼼圣事通过本⼟化物质⽂化与具⾝记忆被重新诠释，在系统性清除的威胁下实现传承[17]。 

17 世纪中叶最后⼀批耶稣会传教⼠离去或殉道后，神职⼈员缺失，平信徒承担起前所

未有的圣事主持职责，常基于碎⽚化的⼜头传承与记忆⼯具即兴创作仪式。例如，洗礼多

使⽤家庭⽔源，祈祷⽂通过记忆背诵或改编为便于记忆的诗歌形式。这些修改本⾝并⾮教

义偏离，⽽是体现了“仪式压缩”——将复杂的神学⾏为提炼为简洁却象征意义丰富的仪式动

作，使其能够跨代传递。这种认知简化与神学研究结论⼀致：情感内容能增强记忆留存，

⽽在这⼀历史语境中，圣事⾏为的情感效价既因迫害⽽被放⼤，又受隐秘需求的约束[17]。

仪式知识的内化不仅是精神抵抗，更是跨⽂化记忆形成的过程——情感体验被嵌⼊⾮礼仪

器物与⽇常⽣活惯例中。 

物质适应对维系圣事完整性⾄关重要。⼗字架被伪装为佛教偶像，念珠隐藏于⽇常⾐

物中，家庭场景中的圣体则以⽶饼或清酒替代。这些替代并⾮随意为之，⽽是遵循符号学



逻辑：既保留神学意图，又规避侦查。此类象征替代物可通过“物质能动性”理论理解——器

物本⾝成为宗教意义建构的主动参与者。⽇本隐秘天主教徒通过结构改造的仪式维持了圣

事的有效性。 

此外，圣事知识的传递⾼度依赖代际记忆，通常编码于歌曲、家庭祈祷与季节庆典中，

与神道教-佛教习俗难以区分。这种语义伪装使教义内容⽆需明确表述即可保存，构成⼀种

认知韧性。神经认知研究表明，特定神经条件下的个体对情感刺激与中性刺激的记忆模式

存在差异，情感负载的体验会被独特地加⼯与存储[4]。对隐秘基督徒⽽⾔，殉道与隐秘带

来的情感重量可能增强了仪式记忆的准确性，即便外在表达被最⼤限度弱化。凸显了创伤

与虔敬在塑造认知轨迹中的作⽤。 

最终，近代早期⽇本圣事仪式的适应性改造，展现了宗教社群如何通过符号创新、情

感忍耐与物质智慧实现⽣存。这些变⾰并⾮正统性的衰退，⽽是教义与语境的动态互动—

—信仰并⾮因隐秘⽽存续，⽽是通过隐秘得以存续。 

（⼆）与本⼟信仰的融合 

宗教融合现象（尤其在边缘或受迫害社群中）往往是⽂化保存与精神延续的复杂策略。

1597 ⾄ 1910 年的⽇本地下天主教语境中，丰⾂秀吉禁令及后续德川幕府锁国政策对基督教

的压制，不仅要求物理层⾯的隐藏，更需深刻的神学与仪式适应。这⼀时期出现了“隐秘基

督徒”（Kakure Kirishitan）——他们通过与本⼟神道教、佛教信仰的复杂融合过程维系信

仰，将基督教教义有效嵌⼊本⼟宇宙观框架。这些适应策略并⾮单纯的实⽤⽣存机制，更

是深层的跨⽂化记忆形成过程：宗教⾝份通过符号替代与仪式重构得以保存。将基督教图

像融⼊表⾯上的佛教或神道教形式（如崇拜融合圣母玛利亚与观⾳菩萨的“玛利亚观⾳”），

表明物质⽂化成为情感压抑与教义协商的场域(Goh, 2009)。这些变⾰与散居及殖民背景下的

宗教社群呈现出的普遍模式相呼应——外部压⼒催化信仰系统的内部重构。 



与⽇本语境类似，加拿⼤印度裔加勒⽐基督徒也通过选择性记忆的叙事⾏为重构家族

宗教史，在种族与宗教⾝份的夹缝中寻求定位(Bramadat, 2011)。尽管历史背景差异显著（加

勒⽐契约劳⼯ vs 近代早期⽇本国家强制宗教禁令），但两类案例均表明，边缘社群通过融

合实践调和传承传统与强加/受压制的信仰体系。在⽇本，传教⼠被驱逐后神职⼈员缺失，

导致宗教权威平信徒化，“帐⽅”（chōkata）等平信徒领袖承担圣事职责，其⼜头教义问答

中逐渐融⼊民间宗教元素。这⼀过程与印度裔加勒⽐基督徒在基督教皈依叙事中重新诠释

祖先印度教信仰的⽅式相似——他们常将殖民时期传教活动定位为救赎⼒量，以对抗与⾮

洲后裔相关的感知到的精神或社会堕落(Bramadat, 2011)。尽管此类叙事存在意识形态争议，

但它们凸显了宗教记忆如何被选择性建构，以在结构性边缘地位下确认社群合法性。 

此外，⽇本地下教会展现的适应韧性，呼应了阿帕杜莱·翁（Aihwa Ong）提出的“弹

性公民权”理论——边缘群体在不完全放弃核⼼⾝份的前提下，策略性地在主导意识形态框

架中重新定位⾃⾝(Goh, 2009)。在新加坡，基督教的制度性存在受国家强制多元⽂化政策及

《维护宗教和谐法》等法律⼯具约束，教会需通过契合家庭凝聚⼒、宗教间合作等国家价

值观的话语来彰显⾃⾝意义(Goh, 2009)。类似地，隐秘基督徒社群运⽤⽇本形⽽上学思想中

的熟悉概念（如以“⾼天原”类⽐基督教天堂），重构基督教末世论与救赎论，实现了“⽆根基

的现代性”——以表⾯顺从为伪装的信仰延续(Goh, 2009)。这种双重定位使天主教记忆在缺

乏正式教会结构的情况下，跨越数世纪得以存续。 

从⽐较⼈类学视⾓看，物质⽂化在强化群体特异性识别中的作⽤不容忽视。正如夏威

夷长脚蛛在共⽣物种中，通过蛛丝上的物种特异性化学信号维持⽣殖隔离，隐秘基督徒社

群也发展出独特的物质标记——伪装为佛教数珠的念珠、莲花形⼗字架、编码于民歌曲调

中的礼仪圣歌——以传递内部知识并维护教义边界(Qiang et al., 2024)。这些适应性改造的特

异性（类似蛛丝提取物中的烷基甲基醚），充当了区分信徒与外⼈的符号屏障，确保即便在

严密监视下，宗教实践仍能跨代传递(Qiang et al., 2024)。因此，这⼀语境下的融合既⾮同化



也⾮稀释，⽽是精密的符号加密形式，实现了隐藏与延续的双重⽬标。 

最终，江户⾄明治时期天主教与⽇本本⼟信仰的融合，展现了宗教传统在长期外部压

⼒下的适应性辐射。通过将外来神学融⼊本⼟符号系统，地下教会实现了⼀种⽂化物种形

成——在保留本质的同时改变表达形式的演化分化。隐藏、适应与记忆的动态互动，凸显

了困境中宗教⾝份的韧性，揭⽰融合并⾮妥协，⽽是⽂化⽣存的⽣成性⾏为。 

四、⾝份谈判：重获接触后的正统性争议 

（⼀）对真实性与正统性的协商 

1597至 1910年间的日本地下天主教，是长期迫害与社会政治边缘化环境中宗教真实性与教会正统
性协商的典型案例。这一时期（从长崎二十六圣人殉道延伸至明治时代基督教获得正式认可），宗教表

达模式发生深刻变革——教义忠诚日益通过隐秘策略、物质适应与情感克制得以传递。在维系神学完整

性与确保社群存续的张力下，何为“真实的宗教实践”需经过复杂协商，尤其在神职人员与圣事体系缺

失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在此语境中，平信徒（多为女性与乡村农民）承担起前所未有的精神权威，主持

隐秘仪式，并通过口头传承与符号替代保存神圣知识(Dorcic, 2005)。集体记忆保存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
部分可通过“压迫环境下的情绪回忆”研究得以阐释：采用压抑型应对方式的个体，对高激活度负面刺

激的延迟回忆能力下降，这一“情感压抑”的认知策略，与历史上公开宗教表达的压制形成呼应(Dorcic, 
2005)。这种记忆过滤形式（创伤性或高度显著的体验随时间被选择性弱化），可能成为隐秘基督徒社群
的适应性机制——既维系身份认同，又避免引发外部监视。 

 
地下教会的物质文化进一步体现了正统性与适应性的辩证关系。虔敬器物（如隐藏于佛教造像中的

十字架、伪装为佛教咒语的基督教祈祷文）展现出融合性实用主义，挑战了传统教义纯粹性的边界[27]。
这些适应并非单纯的功能性举措，更承载着深厚的符号学意义，构成人类学家所谓的“边界器物”——

即在不同文化与制度语境中仍能保持意义连贯性的器物。此类器物在日本西南部（尤其九州地区）的空

间分布，呈现出与本土化抵抗及韧性网络一致的模式，受地形、贸易路线与人口连续性的共同塑造。资

源制图中常用的地理空间方法虽有助于识别宏观定居趋势，却难以捕捉此类隐秘宗教运动中社会能动性

与环境约束的微妙互动(Alvianingsih et al., 2025)。与依赖静态数据聚合、倾向于生成不足以解释动态系
统的宏观概括的生物质潜力建模不同(Alvianingsih et al., 2025)，跨文化记忆形成研究需要更精细化、以
行动者为中心的路径，兼顾信仰传递与仪式创新中的微观差异。 

（⼆）隐秘性在国家记忆中的遗产 

要理解隐秘性在⽇本集体记忆中的遗产——尤其与 1597 ⾄ 1910 年地下天主教相关的部

分——就必须考察促成长期宗教压制与适应性⽣存的⼼理及社会政治机制。情感压抑现象

（即强烈的情感体验因外部威胁被系统性压抑或转化），是跨国与跨⽂化记忆结构形成的核

⼼动⼒(Coifman & Aurora, 2022)。德川幕府推⾏锁国政策期间，公开的基督教实践被定为罪

⾏，可见的教会机构遭根除，信仰被迫转向家庭内部的隐秘空间。这⼀从公开殉道到私⼈



存续的转型，不仅要求信徒重新诠释神学，更需进⾏深刻的认知-情感调整，其内在调节过

程必须适应持续的⽣存风险。 

在此语境下，临床⼼理学中常⽤的“⾮适应性调节⾏为”概念，为理解困境中的社群如何

应对情感过载提供了启发性框架(Coifman & Aurora, 2022)。尽管原始研究聚焦于物质使⽤、

社会回避等个体应对策略，但其理论模型——认知控制与特质负性情感的互动——可类⽐

延伸⾄社群⾏为。地下天主教徒失去了圣事连续性与教会指导，转⽽发展出仪式替代物与

记忆⼯具（如规避踏绘的抵抗实践、隐藏祭坛），这些成为嵌⼊⽂化的调节机制。这些表⾯

看似被动的适应，实则是需要持续专注与情感克制的⾼认知需求⾏为，类似于实验环境中

⽤于测量认知控制的⼯作记忆任务(Coifman & Aurora, 2022)。个体在感官与符号剥夺条件下

仍能坚守教义忠诚，表明其在压⼒下具备⾼度执⾏功能，这与“认知控制可调节对负性情感

刺激的反应”的研究结论⼀致。 

此外，威胁感知（⽆论真实存在还是预期发⽣）通过复杂的诠释框架介导——这些框

架由有限的感官输⼊与⾼风险决策塑造，与“知觉不确定性下的情绪感知”研究中观察到的动

态相似(Spencer et al., 2017)。在⾯部表情或⾔语线索可能象征忠诚或背叛的情境中，准确辨

识情绪意图的能⼒成为⽣存关键。研究表明，⼯作记忆容量（WMC）较⾼的个体，更能根

据知觉敏感性调整反应偏差，在模糊的社会条件下优化决策效⽤(Spencer et al., 2017)。在隐

秘基督徒社群中，那些表现出更强认知灵活性的⼈（或许是长者或指定的精神领袖），可能

扮演了类似“情绪调节者”的⾓⾊——引导社群解读权威⼈物的意图，或将预兆与梦境诠释为

神圣启⽰。他们在多重需求冲突中增强的受控加⼯能⼒，对群体凝聚⼒与信仰代际传递起

到了重要作⽤。 

因此，隐秘性的遗产并⾮仅仅是国家史学中的⼀个章节，⽽是跨越认知、情感与⽣理

层⾯的多维建构。要将其纳⼊⽇本更⼴阔的记忆图景，需要采⽤跨学科⽅法，追溯数世纪



以来内在体验与外在约束的交织关系。 

 

五、总结 

（⼀）跨⽂化宗教记忆的形成 

边缘社群的跨⽂化宗教记忆形成，往往源于情感协商、认知适应与社会历史重构的复

杂过程，尤其在长期迫害与⽂化流离的语境中更为显著。1597 ⾄ 1910 年的⽇本地下天主教

语境中，岛原之乱后基督教实践遭到持续压制，加之锁国政策的制度化，不仅要求信徒进

⾏物理层⾯的隐藏，更需跨世代重构宗教⾝份。这⼀转变并⾮被动的⽣存机制，⽽是主动

的记忆重构过程——在极端困境下，集体记忆通过仪式即兴创作、符号替代与代际传递得

以保存。这些隐秘社群所经历的情感压抑（以悲伤、恐惧与虔敬的内化为特征），成为独特

跨国跨⽂化宗教意识形成的催化剂，这种意识超越了天主教原有的欧洲中⼼主义框架

(Morgado & Gaspar, 2005)。 

此外，受迫害宗教少数群体成员所承受的⼼理负担，可通过创伤与⽂化适应压⼒的⽐

较模型加以理解——这⼀模型在当代散居群体研究中已得到验证。例如，针对第⼆代墨西

哥裔美国青年的研究表明，⽂化适应压⼒的加剧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情感障碍及

物质依赖的易感性显著相关，尤其对那些需应对⽂化期望冲突与系统性边缘化的⼥性⽽⾔

(Bramadat, 2011)。尽管历史与⽂化语境存在显著差异，但双重⽂化压⼒下的⾝份协商机制

具有启发性类⽐意义：正如现代移民在原籍⽂化与迁⼊地⽂化间协商归属感，⽇本隐秘基

督徒（Kakure Kirishitan）也在本⼟神佛框架与受压制的天主教传统间调和信仰，通过融合

实践（如崇拜“玛利亚观⾳”——将佛教偶像重新诠释为圣母玛利亚的隐秘象征）保存教义。 

再者，宗教少数群体在重构⾃⾝历史时采⽤的叙事策略，体现了选择性记忆与话语定

位的刻意⾏为。正如加拿⼤印度裔加勒⽐基督徒的研究所⽰，宗教皈依叙事往往嵌⼊更⼴



泛的殖民与种族等级体系中——昔⽇压迫者（如英国殖民者）被追溯性地赋予正⾯价值，

⽽其他边缘群体（如⾮洲后裔）则被塑造为对⽴⾯(Bramadat, 2011)。类似地，⽇本天主教

社群在⼜头传承中，将殉道不仅诠释为受害经历，更视为精神抵抗，从⽽构建了⼀种反记

忆——即便⾯临国家许可的清除，仍能彰显神学合法性。这些记忆实践表明，跨⽂化记忆

既⾮静态遗产，也⾮历史事件的直接复刻，⽽是受内在⼼理需求与外在社会政治约束共同

塑造的动态、情感负载且认知调控的过程。 

 

（⼆）未来研究⽅向 

关于 1597 ⾄ 1910 年⽇本地下天主教的学术研究，已对长期迫害环境下的情感韧性机制、

物质适应策略及宗教记忆嬗变提供了丰富洞见。然⽽，未来研究需突破传统史学⽅法的局

限，整合跨学科框架，更有效地解码隐秘宗教实践的情感与认知维度。⼀个极具潜⼒的研

究⽅向是将计算情感分析应⽤于历史⽂本语料库，例如传教⼠信件、幕府法令及迫害时期

或之后转录的⼜述证词。通过运⽤经⾃适应粒⼦群优化（APSO）算法优化的长短期记忆

（LSTM）⽹络等深度学习模型，研究者可定量评估不同时期情感效价与意识形态⽴场的变

化[15]。此类⽅法使历史学家能够超越主观解读，识别话语中的潜在模式，尤其在区分殉道

的公开表达与隐秘状态及精神韧性所特有的、更为内敛的内在情感⽅⾯具有优势。 

同样重要的是，需深化对宗教形成中性别维度的研究，尤其通过⼥性宗教⽹络中的规

训机制与记忆传递视⾓展开(Anonymous, 2010)。⼥性在家庭空间中保存礼仪知识、管理虔敬

器物及传递圣事记忆的作⽤，⽬前仍缺乏充分的理论阐释。对⼥性教会团体（如⽆染原罪

⼩姊妹会）的培养⼿册与个⼈证词进⾏⽐较分析，可揭⽰欧洲与⽇本语境中情感调节与制

度性记忆建构的相似过程。这将有助于跨⽂化理解苦⾏实践、感官约束与记忆技巧如何促

进受压制宗教⾝份的长期存续。 

综上，这些跨学科⽅法——借鉴⾃然语⾔处理、情感神学及性别化宗教形成研究——



有望深化我们的理解：在超过两个世纪的隐秘状态中，情感、⾝体与符号系统如何互动，

共同维系了⽇本的天主教⾝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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